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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作家作品研究·《黄埔四期》专辑　主持人：中国作家协会　唐伟博士

［主持人语］作为“抗战三部曲”的收官之作，何顿的《黄埔四期》“踩点”精准，“起跳”有力，“落地”平

稳而不失风度。如果说此前的《来生再见》叙写的是无名英雄的战争故事，那么《黄埔四期》铺陈的则是几

位将军级人物的命运传奇。尽管小说正面评价了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战争中的赫赫战绩，但作为虚构的小

说，何顿似乎无意就国共两党的抗战贡献作孰大孰小的取舍比较，更不存在那种为谁翻案的写作意图。小

说越写到后面越开阔，也越收放自如。换句话说，在写到解放后贺、谢两家“后黄埔时代”的遭遇时，何顿长

于日常生活发掘的本领，再度得以展现。就此而言，《黄埔四期》做到了故事可读性与史实钩沉“难度系数”

兼具、历史正义与想象虚构巧妙平衡，是一部值得我们关注的厚重之作。本期“湖南作家作品研究·《黄埔

四期》”专辑，特邀五位青年学者，从不同侧面对《黄埔四期》进行深入阐释，以期进一步推进其研究。

黄埔不知何处，绿波依旧东流

———论何顿《黄埔四期》

龚自强

（中国艺术研究院，北京 １０００２９）

［摘　要］当代文学不乏厚重的“史诗”之作，对于中国历史尤其是现代以来历史的重述尤其蔚为大观。何顿的《黄埔四期》
在此脉络之下又有新意，其立足于湖南，在家乡情结的激励下，以“起义／叛徒”为叙事爆发点，写尽了北伐战争以来中国历史
的波谲云诡，因此瓦解或至少动摇了某些目前已成定论的中国现当代历史成规，从而为中国现当代历史增添了一个有分量

的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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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顿１９８９年发表《古镇》，自此开始在文坛崭
露头角。生于１９５８年的何顿并不早慧，２０世纪９０
年代，他的更多作品才受到学界关注，并被视为新

生代的主要代表之一。何顿的作品比较贴近个人，

常常在个人欲望上下功夫，写出那种微妙的、生鲜

的欲望情态，并由此凸显人性中那些深刻的、忧伤

的东西。何顿的小说一般有完整的故事。由于他

执意从个人欲望的角度看待世事人生，小说有一种

很洒脱的感觉，尽管在这洒脱背后有很沉痛的社会

或伦理意味。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何顿的很多知名中
篇如《生活无罪》等都有此种意味。这给人感觉何

顿是一个现在主义者，他的写作似乎仅仅面对现在

发言，是对现在的欲望和情感状态发言。他如此直

露地书写他所“经验”的现实，让人有身临其境之

感，更让人感觉作为叙述者的“我”与何顿本人有重

合之感。但何顿并非是在书写自己，他只不过是在

书写自己所体验或感受的当今社会而已。这好像

也是作家的一种禀赋，能够将他人的生活、周围的

事物、历史的风云重新体味，并在叙事中使之臻于

逼真的程度。在回答一位访谈者的提问时，何顿

说：“我的长篇《就这么回事》《我们像葵花》，中篇

《太阳很好》《我不想事》《错过的游戏》和《美容美

发》等，都是从别人嘴里获取的素材。”［１］这大概可

以看作是何顿创作小说的一种主要途径。纯粹意

义上的个人经验当然十分匮乏，这就要求作家在此

意义上努力扩大个人体验的范围，要求其有敏锐的

观察、广博的知识和用心的揣摩。从这个意义上

看，何顿写出《黄埔四期》这样的厚重之作既让人感

到惊讶，也让人觉得正常。其实，何顿此前的《湖南

骡子》《来生再见》等作品，也属于对历史的正面强

攻，里面也有大大小小的战事。何顿的写作一直围

绕着长沙展开，此番不过是将之在时段上向前拓展

了一些而已。至于小说中几可乱真的细节描写和

恢弘惨烈的战争描写，则可以从何顿一向的善于

“体验”中找到线索。也许只有等到所谓“抗战三

部曲”悉数问世之后，人们才能真正弄明白何顿写

作的根基。没有长沙，没有湖南，没有这个地域给

予何顿的最为深沉的滋养，很难想象何顿会有如此

转型，也很难想象何顿的转型居然如此成功。从这

个意义上说，《黄埔四期》是归乡的写作，寄寓着他

对长沙、对湖南的浓郁情感。

《黄埔四期》的重要突破显然还是在于其对现

代以来历史的重新处理。小说超越了具体党派和

当下历史的限制，不以后设的历史视角看待历史，

而是试图重新回到历史现场，写出历史另外的面

貌。支撑这一信念的是何顿强大的写实能力。《黄

埔四期》无疑是一部现实主义力作，这大概也是第

二届路遥文学奖的评委们愿意投票给它的最大原

因。《黄埔四期》看似恢弘磅礴，其实内在的气韵是

平和的。也许是因为淡看了历史的翻手为云覆手

为雨，何顿创作《黄埔四期》时不再像年轻时那样刚

猛狠劲，而是像一个运筹帷幄的大将军一样调度千

军万马，进行了一场有条不紊的战斗。某种程度

上，你可以认为整部小说缺乏激情，但从另外的角

度来看，你可以时刻感受到小说那渗透在纸面背后

的力量和感情，感受到时刻可能冲出文本的历史风

云。何顿是更熟谙小说之道了，他对于小说结构的

剪裁独具匠心，很见功力。小说一共９卷，第１卷
是一个引子，写建国后国军两位起义将领贺百丁、

谢乃常各自的生活遭遇。其起义行为被重新定义，

两人被视为叛徒，为此受尽苦头，家庭也受到强烈

冲击。第２卷时间一跳，跳回到北伐前夕谢乃常、
贺百丁等人抱着一腔家国情怀考取黄埔军校之时，

并由此从北伐写到忻口会战。第３卷接续第１卷，
从“文革”爆发写起，写“文革”对贺谢两家的冲击，

并重点写了贺兴／王美诗、谢乃常／杨凤月、谢乃常／
马沙丽三段情爱关系。第４卷接第２卷，描写贺百
丁与谢乃常参与的时间略有前后的不同战斗。从

１９３７年淞沪会战写起，描写了国军对日军展开的几
大会战。第５卷接第４卷，谢乃常在云南与日军作
战取得卓有成效的胜利，贺百丁则在中条山等地取

得游击战的大胜利；同时，谢乃常和贺百丁也不得

不直面国军上层的昏庸无能，开始怀疑其荒谬决

策。第６卷接第３卷，自１９６７年初写起，以贺百丁
的被捕入狱为契机，重点讲述“文革”对于贺谢两家

下一代人的影响，以讲述谢文清、贺兴、贺娣的经历

为主。第７卷接第６卷，以贺百丁的提前释放为线
索，描写了“文革”给他的下一代人造成的悲剧。小

说进而追忆１９４４年以来贺百丁等人起义的来龙去
脉，简单交代了解放战争和三大战役，揭开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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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重而富有况味的一页。第８卷接第７卷，已近风
烛残年的贺百丁，逐渐享受到了高级待遇，贺谢两

家遭受冲击的家庭开始逐渐聚合、重现生机。同

时，曾冠雄从台湾回来省亲，再一次回顾过往历史，

贺谢曾三人不胜感慨。第９卷接第８卷，此时，贺
谢两人的生命已进入倒计时。谢乃常平静死去，贺

百丁变得越来越耿直，似乎恢复了其本来性格。陈

德的归来又一次打乱了贺百丁的晚年生活。得知

陈德的共产党间谍身份后，贺百丁自然义愤填膺，

但也似乎由此看淡了生死恩怨。他终于不再为“投

降”一事耿耿于怀了，可以安然度过晚年和直面即

将降临的死亡。

９卷当中，很难说何顿最为用心的是哪一卷，
换句话说，也可以认为何顿对每一卷都十分用心。

他似乎采用了一种无中心的结构方法，匀速推进小

说，每一卷都成为小说整体有力的一部分。何顿采

用了一种今昔对比的写法，不停地在起义前与起义

后之间设置对照，造成一种历史的因果论声势。穿

插叙事的巧妙运用，使得小说常常激起古今之感、

时刻保持叙述张力。一日身为国民党，一辈子都不

可摆脱国民党身份，这种身份给建国后的贺谢两家

的命运带来巨大的影响。从国军起义将领这一视

角切入中国现代以来的历史，小说有着迥异于此前

相关书写的不同品相。尽管小说将情感倾向放在

起义投诚的国军将领贺百丁、谢乃常身上，但它也

力图写出国民党溃败的真实原因，揭示国民党自身

的种种问题。小说不乏精彩的战争叙事，也不乏美

妙传奇的情爱描写，更不缺少对于建国后一系列政

治运动的描写。所有这些书写最终都指向对于历

史的再度书写，我们也借此得以窥见国民党视野下

的现代历史之一种。贺百丁、谢乃常眼中的现代历

史并不能代表国民党视野下的现代历史之唯一形

态，但我们毕竟由此得以揭开几被尘封的历史，得

以看见不一样的历史叙述。可以认为，《黄埔四期》

是“抗战三部曲”完美的终结。

　　一　起义／叛徒的辩证

１９４９年，在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三大
战役之后，国民党日薄西山，共产党气势如虹。当

时身为国民党第一兵团副司令兼新七十一军军长

的贺百丁临危受命，意欲力保长沙，誓与长沙共存

亡。为了挽救已经涣散的军心，贺百丁在战斗打响

之前，给自己买了一副棺材，以表背水一战的决心。

此时的国民党已是强弩之末，彻底失去了广大老百

姓的支持，贺百丁的背水一战无异于自取灭亡。他

也不是不知道这个道理，但身为国军重要将领，从

黄埔军校以来就具有的党国情怀根深蒂固，所以在

道理上他完全可以背弃国民党，换取自身的安乐，

但在情义上他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国民党情结。

直到最后关头，眼看着无数的士兵将要变为炮灰也

改变不了失败的命运，贺百丁才在共产党的游说下

决定起义。严峻的战争形势和共产党的游说得力

自然是贺百丁起义的重要原因，但促使贺百丁起义

的主要原因还是他对于国民党的难以掩饰的失望。

从黄埔时期的中国革命的先锋一路后退，解放战争

时期的国民党已经不能代表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也不能满足中国人民的利益需求，贺百丁这一时刻

做出的起义决定因此有其历史合理性。不过，贺百

丁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虽然起义了，但变节或者说

背叛党国的愧疚一直都没有离开他的内心；谢乃常

同样如此。他们同样没有想到的是，所谓的起义义

举在新政权之下经历几番风云变幻，会给他们带来

难以祛除的巨大伤害，给他们的家庭造成难以磨灭

的精神痛苦和肉体创伤。事实证明，就像贺百丁一

直在内心对自己的认定———叛徒一样，新政权也从

来没有将他放心地认同为“自己人”，历次政治风波

都波及他和他的家庭。在新政权看来，起义只具有

瞬间性意义。在投诚的瞬间过去之后，贺百丁们要

面临的是无尽的精神和肉体折磨，而这一切都是因

为起义的革命意义瞬间就被消化殆尽，留下的只有

关于叛徒的消极印象。在新政权看来，既然起义的

革命意义已经完结，一个叛徒怎堪信任，更何况这

个叛徒还曾经是自己的敌人。在这里，起义与叛徒

的矛盾纠结，使小说显示出自己的深刻性。

尽管新政权给予了投降行为起义的美名，但对

于贺百丁来说，向共产党投降就是做国民党的叛

徒，这是没有疑问的。这也是贺百丁们内心的最大

“自卑”，也是其最大软肋。一日身为国民党，即是

一世身为国民党，即便投诚起义了，也没有人将他

们国民党的身份抹掉。一方面，新政权意欲利用他

们的国民党身份给自己的民主、向心力等合法化叙

事添加砝码。这就是为什么贺百丁“文革”时本来

已经被关进了监狱，家庭面临分崩离析的情势，又

十分诡异地因为台湾一篇名为《叛徒的可耻下场》

的报道而起死回生。不仅起死回生，而且由此获得

一个“辉煌”的晚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

７２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８年第２期（总第１２１期）

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２］１６７贺百丁

们尽管早已走出了战争年代，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

战争思维一直在继续，甚至直到现在依然存在。这

样来说，贺百丁们当年起义获得的是政治价值，其

后其生命得以延续或辉煌所凭借的依然是政治价

值。从大道义的角度说，这是生命有了非凡的尊

严；从个体生命的角度来说，这是对个体生命尊严

的严重践踏。然而，这是贺百丁们必须忍受的，或

说必须承受的。因为起义而得以延续的肉体生命

注定要经历诸多波折，这是必须付出的代价，这也

是贺百丁们早就心知肚明的。社会自有一套大道

理，也有一套小道理。贺百丁们无力也无处去诉说

自己的小道理，只能被大道理统摄着生活，个体生

命由此缺失自主、任人宰割。为什么贺百丁、谢乃

常等国军起义将领或士兵愿意互相支持互相帮助，

并因此形成了一种亲密情谊，这只能归因于其共同

的政治身份以及由此共同的政治身份所限定的共

同的整体命运。这一命运在新政权下的核心限定

乃是叛徒。对于国军投诚人士来说，投诚构成其个

体生命中至关重要的一节。既然投诚给了他们二

次生命的机会，这二次生命就注定要受到新政权的

宰治和统辖，这几乎是被注定了的。贺百丁们的故

事之所以有其曲折动人之处，就在于他们几乎是先

在地有了悲剧命运，小说只要顺着这一悲剧脉络继

续推进，就可以开掘出不一样的生命意涵。对于贺

百丁们来说，他们的人生足够乖谬，他们抱着一腔

热血报考军校的时候，国共的分野并不明显，但最

终国共分野的历史悲剧却要由他们来承担，这是一

种无法开解的悲剧。小说对这层悲剧的意涵多有

开掘，屡有动人之处。

另一方面，不管投诚时的考虑是暂时的还是长

远的，贺百丁们都不可能在国民党那边重新站稳脚

跟，历史也不再给予他们机会。在国民党一边看

来，贺百丁们无疑是罪大恶极的叛徒，是永远被钉

在党国历史耻辱柱上的人物。尽管只要仔细读过

小说就会知道，贺百丁们的起义／叛徒行为有其无
可奈何的切实原因，他们也是活生生的人，也有孩

子家庭，也有私心，也有对国民党高层的不满，也有

诸种人与人之间的恩恩怨怨，一句话，他们也是凡

夫俗子。

很多年里，贺百丁睡觉从不脱衣，因为他身上

没一块好肉，除了枪伤、刀伤，还有严刑拷打留在他

身上的伤痕———这些伤痕让他一见就恨得牙痒痒

的，就觉得自己谁都可以背叛，不再为蒋介石效力

和背叛党国都是应该的。［２］１７８

这一段心理活动发生在解放战争的延安战场

期间。因为贺百丁的军队曾经跟共产党的军队有

过粮草交易，贺百丁其实早已经被国民党高层尤其

是蒋介石限制使用，蒋介石并不将之视为一路人。

这次因为身边的美女机要员秦云暴露了共产党间

谍的身份，贺百丁又因为对秦云的私人感情而破坏

了国军想将秦云交给上层的计划，蒋介石就不再对

贺百丁客气了，索性将其关进大牢。在解放战争的

紧要关头，却把自己的得力干将关进大牢９个月之
久，解放战争的胜败其实早可预知。但这个事情重

要的并不仅在于这一预示意义，它还有力地佐证了

贺百丁们在国民党这边早已注定的凄惨命运。欲

洁何曾洁，效忠真理还是效忠具体的某个党国，这

是其中的关键。

这个事情的吊诡之处在于贺百丁们恰恰应该

是党国的脊梁，是党国应该加以依靠的将领，但国

民党高层恰恰不能容忍自己有才华的将领，因为恰

恰是这些具有远见和才华的将领能够正视国民党

和共产党之间的差距或区别，从而也就能够说出一

些“有伤士气”的狠话。这也就因此注定了以蒋介

石为高层领导的国民党与贺百丁们必然要分道扬

镳。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尽管曾经有过一定

的进步意义，但又是注定要被历史淘汰的政党。正

因为如此，贺百丁们顺应历史潮流的种种举动就很

容易为国民党所不容。在此意义上，贺百丁们在国

民党这里也难逃叛徒的命运。事实上，根据小说的

讲述以及曾冠雄从台湾归来之后的陈述，国民党正

是如此对待贺百丁和谢乃常的。谢乃常因为参与

过十九军的造反、当过杨虎城将军的宪兵营营长，

一直都在军统的“内控”名单之中；贺百丁更是因为

目中无人、与共军有过粮草交易等事端而距离国民

党高层始终有一段距离。最后之所以给贺百丁一

个第一兵团副司令的职位，那是要他为了长沙去送

死的，并不意味着开始对他改变态度。从叛徒的本

义来看，当一名叛徒的确可耻，但叛徒要反叛之物

如果不再具有合理性，也不再具有正义性，此时反

叛行为恰恰是正义和合理之举。然而，这样的道理

贺百丁们怎么跟国民党上层去说，贺百丁们只能背

负着叛徒的骂名“遗臭万年”。所以，一切的根源可

能还是在于整个中国现代历史的走向背离了国民

党的初衷，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国民党的所作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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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离了中国现代历史的走向。国民党被共产党取

代如果是一种历史必然，身为国民党的贺百丁们如

果愿意继续留在生养自己的土地上，就难以逃脱起

义或叛徒的命运，这也是非个人意愿所能改变的悲

剧命运。小说弯弯绕绕，其叙事其实都围绕着这一

起义／反叛的叙事爆破点铺陈而来的。从这个意义
上看，何顿找到了书写国民党军人的独特视角，让

我们看到了贺百丁们难以摆脱的生命困局，也让我

们得以反思人之尊严与政治抉择之间的复杂关系，

明白其后的历史分量。

“什么和平起义？其实所有的人都晓得你们是

向共产党投降。”［２］６５贺强的话其实何小玉也说过，

贺百丁也说过，即便那些没有将之说出口的人，何

尝不是做如此设想。贺百丁们的万千愁结其实都

在这一明白如话的反问之中。虽为高风亮节之人，

虽有千般才华万般本事，他们也难以逃脱叛徒的罪

名，尽管叛徒这一指称有其极大的不合理性，极其

不妥帖。但是这就是他们的“名分”，而名分最终盖

过了他们的“事实”，成为他们可以为人辨识的唯一

标记。贺百丁们全部的悲剧即在于此。也许正是

因此，何顿要为贺百丁们鸣不平，而他选择的鸣不

平的方式就是大写特写他们的战功。似乎那些恢

弘张烈的战争场景有助于洗刷他们的名分之污，可

以向后人证明他们的清白。何顿显然对此寄予厚

望，小说对于战争的描写因此也是浓墨重彩的。

　　二　揭开国军战争的面纱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贺百丁们的一生转折性

的节点是起义／叛徒的那一刻。在那一刻之前，他
们的人生其实是很瑰丽多姿的，散发着某种迷人的

味道。身为军人，他们的天职就是打仗，小说以贺

百丁、谢乃常为两个典型人物，意欲写出的就是他

们那种风华绝代的昂扬之态。历史终究不会否认

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他们都是有很

大贡献的一批军人。如果说以前的历史对此是否

认的，至少从何顿这里开始，历史开始对此予以肯

定和承认。以贺百丁、谢乃常为代表的国军起义军

人形象此前很少出现在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之中，何

顿的写作颇有填补空白的意味。但也不可否认，作

者的叙事有一些不足的地方，比如对于谢乃常右眼

皮跳（右眼皮跳这个细节是谢乃常的专有细节，这

是他迥异于常人的地方，这也让他得以在枪林弹雨

中每次都幸存下来。在云南跟日军和英缅军作战

的时候，当地的土司段浩更因为谢乃常常常匪夷所

思地躲避掉暗杀而称其为雷神的化身［２］２８，４０，８５，１１１）

这一细节的反复渲染，使得小说对谢乃常在战争中

的表现有些单一；再比如对于长官与士兵之间亲密

关系的反复强调（作品中这样的叙述几乎达到随处

可见的地步［２］１０４）也使其对战争的具体表现在某些

层面显得单一、呆板，某种程度上有损于战争叙事

的丰富性。但就总体而言，何顿此番的战争书写是

荡气回肠的，其规模之宏大、战事之详尽、战争中人

性之动人等让人惊叹的。这部小说能够获得路遥

文学奖，战争书写当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保卫

延安》等军事题材小说以后，中国当代文学似乎很

少有人愿意、敢于书写战争，这导致中国的战争书

写一度十分匮乏。或者即便有人写，也止步于一种

敌我模式的意识形态化强调，无法向战争的深处拓

进。何顿此前已有《湖南骡子》《来生再见》的战争

书写经验做支撑和准备，《黄埔四期》是其战争书写

的进一步延展与深掘。他是将战争与人心、历史等

融汇在一起叙述，使得其笔下的战争书写情感饱

满、场景逼真、人物鲜明。

首先，从大的方面来看，《黄埔四期》几乎将国

军从北伐战争以来的所有战事都给予了有力呈现，

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国军的正面形象。尽管对解放

战争进行书写时，《黄埔四期》也十分节制、十分理

性地揭露了国民党腐败、等级森严、任人唯亲等毛

病，但相比于正史，它尽最大可能恢复了国军军人

的客观形象，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成王败寇”的历史

法则给定的国军的刻板印象。在剪裁取舍上，它分

配给抗日的分量是最重的，这颇有补足甚至颠覆正

史的意味。正史中北伐虽是国军的重要一笔，但小

说给予的是相对简化的处理。其所写的战事主要

集中在南方，用意主要在突出谢乃常等人的年轻气

盛。一批年轻人和一个年轻的国家同时成长，那种

北伐战争时期流露出来的朝气蓬勃可以说是小说

对于国军的最为克制和隐蔽的礼赞。正史中国军

抗日战争的部分最少，在这里就给予最为充分的展

开。建国后，国军抗日的历史渐渐模糊，在新政权

书写自身合法性的叙事中分量和地位日渐缩小，甚

至有消失之势。读中学的贺百丁的儿子贺强所说

“我们老师说，是毛主席领导红军北上抗日，国民党

拒不抗日”［２］５８就来自正史的教育。何顿的书写不

遗余力地聚焦国军对日作战的几乎所有战场，从

１９３７年淞沪会战到忻口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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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条山保卫战等，战线遍布大半个中国。贺百丁身

上所集结的战场主要是一些大型会战，这些读来让

人热血沸腾的大型战事，无一不显示出国军抗日的

极大热情和极大努力。尽管小说也不时披露国军

内部存在的一些问题，但在一致抗日的问题上，大

家还是基本一致的。在民族大义面前，国军的确有

中流砥柱之作用和决心。与之相对应，谢乃常身上

所集结的则大都是一些透露更多国军抗日信息的

小型战事。在他身上，十九军的“另立门户”和西安

事变、中缅边境的争斗等更加不为人知的细节与内

幕得到披露。看过小说，读者也许会疑惑其对于国

军抗战故事的压倒性的书写可能是对于历史真相

的又一种反方向的遮蔽，从而有偏离历史真实的嫌

疑。但书写总是一种过度的书写，选择总是一种过

度选择。既然决意表现一直相对被边缘化和污名

化的国军抗日战争历史，何顿的“过”似乎胜于“不

及”，能够揭示更多不为人知的历史真相。至于正

史中给予浓墨重彩书写的解放战争，在这里只是在

一种回忆性视角下得以展开，并因为回忆缘起的特

殊而使得解放战争别有一番“滋味”。是年，贺百丁

因为“文革”冲击已经入狱５年多时间，已经习惯站
在叛徒的立场上来思考这一切冲击的前因后果，并

已经对出狱不抱任何希望。不曾想到的是，因为一

篇台湾对其入狱的幸灾乐祸的报道，贺百丁“死而

复生”。但他出狱后所见到的“家破人亡”的惨象

却怎么也不能使他兴奋起来，他愤而出言：“当年共

军在延安两万人，若蒋介石肯听我的，就不是这个

结果。”［２］１７１随之而开展的对于起义细节的回忆不

啻有一种反讽的意味。解放战争对于共产党军队

来说是解放战争，对于国民党军队来说则无异于覆

灭战争，贺百丁自然是悔恨交加。因此所谓的解放

战争在贺百丁的回忆视角下也现出另外一种面貌，

国军的失败之中自然生出一种悲壮之感，贺百丁们

因此让人肃然起敬。

其次，从对战争的具体呈现来说，何顿特别注

重发掘战争本身的内涵，从而能够抛开既往层层叠

叠的意识形态覆盖，单纯地对战争本身进行呈现，

并由此表达一种朴素本然的战争观。小说写到的

大的战争计有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三大

战争，由此派生出的小的战争更是不计其数。国军

在这些战争中的角色时有变化，这就不能不催生出

战争叙事的一些内在问题。最大的挑战在于：国军

不可能始终代表正义的一方，战争的正义性因此成

为一个重要的问题。身在国军之中，贺百丁们的情

感和道义认同自然在国军一面，但小说也试图给予

战争的敌对方以必要的尊重。北伐军的对手是封

建军阀，对其尊重表现得可能还不明显。但在抗日

和对共产党军队作战的时候，贺百丁们就比较明显

地表现出对敌对一方极大的敬意，甚至是佩服。这

是很难得的。一方面，敌军、敌人成为一个模糊的

指称，表征着一种邪恶的力量、一种非道义的力量；

另一方面，敌军、敌人也未尝不同样是一种可敬的

力量、一种某种程度上更加占据道义的力量。前者

表现在北伐、抗日、解放战争等时期，后者尤其表现

在解放战争时期。当战争退去意识形态的色彩之

后，敌对方之间的争斗就有些类似于同一种人之间

的斗争。尽管战争的双方都认为自己占据正义的

一面，但当战争被置于一种不偏向任何一方的视角

下进行叙述的时候，战争的本然意义就得到凸现，

战争本身的悲壮也更加突出。这才是有力量的战

争叙事。小说对于日军的书写最能表现这一点。

众所周知，日军尤其是抗日战场上的日军早已经被

污名化为鬼子或小日本鬼子。但吊诡的是，一方面

几乎所有的抗日战争叙事都将日本军队污名化，另

一方面所有的抗日战争叙事又以消灭日本鬼子而

为战争的重大成果。换句话说，一方面说日本人如

何如何品质恶劣、长相凶残、愚蠢笨拙，另一方面又

以十分艰难地战胜日本鬼子来证明我军之英勇顽

强。这是很荒谬的。在《黄埔四期》这里，我们可以

看到日军的良好军纪，也能看到他们对于自己天皇

和国家的绝对效忠，看到他们宁愿自杀也不愿向敌

人投降，看到他们巧妙的战术设计以及能征善战，

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很少见的抗日战争叙事。也正

是在这种战争叙事之下，日军才不是妖魔鬼怪，而

是由一个个真实的军人构成的有人性的“历史的”

军队；抗日战争也才不是一个正义必然压倒邪恶的

必然叙事，而是一个充满凶险和变数的两股力量的

搏斗厮杀过程：“日本兵也不要命，呲牙咧嘴地与国

军官兵拚刺刀，勇敢得像一头头狮子，国军却如勇

猛的亚洲鬣狗，两人或三人围着一个日本兵死缠烂

打地砍杀……”［２］７７

日本兵被称赞为狮子，国军也十分勇猛，却只

被称赞为亚洲鬣狗，任何有动物学常识的人都知道

这场战争的双方孰弱孰强。这样的叙事的确看上

去不那么“爱国”，但也许只有这样的叙事才近于历

史事实。正因为如此，何顿才能真正写出国军抗战

０３



龚自强：黄埔不知何处，绿波依旧东流———论何顿《黄埔四期》

的剧烈与残酷，写出战争的本真含义来。唯有战胜

一个强大对手的军队，才是一支威武之师。在此意

义上，何顿丝毫不避讳对国军弱点的如实书写，尽

管那些弱点看上去有些公式化的嫌疑，但何顿的确

不忌讳正视国军的优缺点。由于不考虑意识形态

的正当或政治正确，他笔下的国军战争某种程度上

是对历史真相的无限趋近。

第三，战争从来都是人情感迸发的重要时刻，

在最为严酷的战争环境中，从来不缺乏最为浓烈的

情感。战争是人与人之间的战争，每一个士兵都是

一个活生生的人，每一场战争因此都是一场情感的

巨大碰撞。在这个意义上，何顿的书写切中了战争

叙事的又一核心。从情感入手，何顿得以深入到战

争不为人知的又一腹地。贺百丁、谢乃常等人对于

国民党和中华民国的情感不可谓不深，不是抱着对

它们的巨大深情，很难想象他们会为之出生入死、

拼死战斗。自始至终，小说都对贺百丁们这种家国

情怀给予热烈讴歌。在以当今为参照的政治正确

的意义上，贺百丁们无疑走向了一条历史的岔道，

他们的情感因此有待商榷。但贺百丁们毕竟不是

历史的结论者，他们走在历史之中，是非全知的“中

间者”，他们对于党国的深情是真挚的。正因如此，

一旦得知党国对自己为党国出力的行为给予驳回

或误解之后，谢乃常和贺百丁才感到生命的惘然与

人生的荒谬。在被上级强行要求退出与英国就中

缅边境某地的争夺时，谢乃常何止是愤怒，“他生平

第一次失望地感到政治就是欺骗，谁像他一样把

‘民族、民权和民生’当回事？！……他深深觉得自

己视为生命的三民主义，在那些手握大权的人眼里

只是个幌子，不过是拿来欺骗国民的工具。”［２］１３５

何顿不止于对战争进行叙写，他更尝试写出战

争背后的人的因素，写出人心的起伏波动、人情的

交错互动。于是，在战地上我们可以看到谢乃常与

陆琳的奇特姻缘，也能看到贺百丁和秦云的美妙恋

情。值得一提的是，小说对于军人性生活的描写大

胆直率，有一种天然的真性情在里面，这就使得这

些军人不是死板僵硬的硬汉，而是侠骨柔情，充满

生活气息。在军队中，最为浓烈的莫过于官兵情

了，小说对此颇有用心之处。贺百丁既可以痛快杀

死自己的拜把兄弟贺怀国，眼睛都不眨一下，只因

为贺怀国违背军令；也可以数十年如一日地寄给贺

怀国家庭钱财，操持其全家的生活费用。情感的烈

度就像战争叙事的润滑剂，每每给残酷酷烈的战争

叙事增添必要的更加真实的现场氛围，使得战争具

备所有丰满的细节真实。其不再仅仅是简单直接

的物质力量的比对，同时也是深沉复杂的心灵力量

的对比。官兵情一再显现，有效地切入战争的坚硬

硬壳，使之深入内里，在坚硬与柔软之间建立必要

的沟通，使得战争叙事更加辩证、更加富有人情味。

说到底，战争是人与人之间的战争，不能不牵涉到

巨大的人事纠葛。

他看着天空，天上印着一张张死去的士兵的面

孔，一抬头就能看见，那是士兵的在天之灵跟他打

招呼，说：“长官，我们先一步去天堂了。”他心里嘀

咕：“好的，长官随后到。”［２］１０７

这样的战争叙事是饱带感情的，是深入人心

的，可以看到，何顿将战争叙事经营成一有情的叙

事空间，极大地扩充了战争叙事的内涵，使之广阔、

深邃、富含深情。

　　三　世态人情：不止是情爱，还有惨象

在那几被隐没的历史之中，不仅有围绕着起

义／叛徒的诸种复杂辩证的呈现，不仅有战争叙事
的极大扩展，也有战争中人性光芒的闪射、战争中

人情的迸发与碰撞，也有所有的情爱纠葛与所有的

世态炎凉。小说说到底是对生活的书写，战争生活

同样是一种生活，同样有人情的密实存在。所谓大

历史与小情爱从来都是互掺互渗的，从来没有一段

大历史其间不是遍布着小情爱的，也从来没有一段

小情爱不是被裹挟进大历史之中的。我们说《黄埔

四期》是一部厚重之作，如果单单是指其对于以黄

埔四期国军军人贺百丁、谢乃常为表征的中国现代

历史的厚重表现的话，必然是有失偏颇的，这也不

是《黄埔四期》的本来面貌。以起义／叛徒凝结起来
的万千叙事都要在世态人情中最终落脚，起义／叛
徒作为一个关键事件节点，不仅仅将叙事从战争叙

事转向日常生活叙事，同时也使得世态人情从隐性

的层面上升为显性层面。家国大事之下亘古不断

流淌的始终都是日常小事，是人情百态，是世态变

迁，是“一成不变”的日子与生活。从这个意义上来

说，何顿不仅给予以国军为主体的几被淹没的历史

以框架和骨骼，也给予其以血肉和呼吸。小说对于

世态人情的书写很见功力，可以认为是何顿多年来

这方面的一部总结之作。

何顿向来不回避欲望书写，不过始终将欲望书

写放置在个人化的视角之下，给予个人化的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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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常常喜欢从欲望的角度去看待人的存在和人

的生活，从中拆解一些已成为惯例的社会常规。如

今这项技能开始服务于一个更为宏大的目标：丰富

中心人物的人性内涵。这一下就有了非同一般的

效果。同时，何顿一直对市民生活有浓厚兴趣，他

笔下从来不缺少精彩的凡夫俗子，他善于将其生活

的近乎本真的状态给予有力呈现。现在他将之融

入对战争动荡年代的书写之中，就犹如给皮影注入

灵魂，就此活化了历史。看一看谢乃常的那些情爱

故事，每一个都像传奇小说一样精彩。即使不是放

置在国军军人独特历史的背景下，谢乃常与黄莹、

陆琳、杨凤月、马沙丽等人的情爱故事依然是精彩

的情爱故事。如今有了揭开被遮蔽的历史的支撑，

它们突然就有了非同一般的意味。这不仅丰富了

谢乃常的人性内涵，而且更加具象化了国军军人的

动荡一生。从这个意义上说，黄莹、陆琳、杨凤月、

马沙丽乃至田贵荣等人都可视为对谢乃常某一特

定历史的注脚与补充。如果没有这些女人的存在，

谢乃常的历史依然成立依然完整；但有了这些女人

的存在和参与，谢乃常的历史就丰富且富有无穷况

味了。

英雄如谢乃常者也会为陆琳的死亡而不能自

已，悲痛而不能自拔，“他以为自己是个见过无数死

亡的人，不会为陆琳的死悲伤多久，事实恰好相反，

只要他一坐下来，她的身影便会显现在他的脑海

里，让他悲伤、迷茫、孤单。”［２］１２７陆琳的确不同于一

般的女子，小说对此多有叙述，多是入心的文字。

这个谢乃常担任特派员期间在上海认识的舞女有

着太多的面相，几乎符合一切男子的一切需求。这

个死于片马镇的女人陪伴了谢乃常大部分的戎马

生涯，占据了谢乃常心上一块很重要的区域。何顿

有能力轻易几笔就将一段情爱故事的脉络叙述清

楚，接下来他就可以直接进入一种至美的情爱氛围

的营构之中，使之瞬间有摄人魂魄的力量。谢乃常

与杨凤月从相识到相知用时极短，但这两个天涯沦

落人却很快成为知音，两颗心之间互相温暖的情景

每每让人心动。杨凤月的命运十分悲惨，她对工人

阶级丈夫的虐待终于不堪其辱，残忍杀死了丈夫，

自己也难逃一死。杨凤月的遭际让人见识到国民

党的身份或与国民党有瓜葛的身份在建国后的历

史场域中所可能遭受到的剧烈冲击，等于是揭开了

历史的阴暗一角。但人们记住的不仅仅是杨凤月

的悲惨遭遇，人们更会对杨凤月与谢乃常非同一般

的情爱经历不胜唏嘘感慨。值得一提的是，何顿有

着出色的穿插叙事能力，他对情爱叙事的篇幅有非

常节制的控制；但他每一次穿插点缀出来的情爱细

节都有一种延展能力，能够自动缝合之前的叙事空

缺，供读者连贯出一线性叙事进程。杨凤月的出现

并不很多，但谢杨二人从相遇相知到中间的种种遭

际，到杨凤月被处死，再到多年以后杨凤月师姐找

到谢乃常交给他杨凤月的遗书，等等，都给人一种

始终在场的感觉。不仅杨凤月这一段如此，陆琳也

是如此，小说几乎是在穿插行进中展开了一段完整

的情爱叙事。这就足以见出何顿情爱叙事的能力。

除了情种谢乃常之外，何顿也力图写出贺百丁

仅有的两段情缘。一段是与吴姬的短暂情缘，后来

由于妻子何小玉的极力抵制，贺百丁只好把吴姬许

配给兄弟陈德。这一段姻缘开始得突然，结束得突

然，似乎处理得不尽如人意。另一段是与机要员秦

云的短暂情缘，这就是男人人之常情的显露了。贺

百丁被秦云的美貌吸引，但没想到秦云是共产党的

间谍，由此导致自己在国军中地位的动摇。可见小

说对情爱叙事的经营是有很多考虑的，不仅仅需要

在情爱上下功夫，也要力图使情爱网络打开，吸纳

进来更加广阔的生活内容。何小玉与张副官的情

爱关系有十分隐晦的书写，但张副官对何小玉那种

复杂的带有乱伦性质的情爱心理的确让人心痛不

已。贺兴与王美诗的情爱关系就像一首美丽的诗

歌一样，何顿活灵活现地描写了在那个疾风暴雨的

年代里一个单纯得有些离谱的姑娘形象，她的死不

啻于一种无声的控诉，令人震惊。当王美诗死于因

读贺兴情诗而引起的火灾之时，笔者居然希望她就

这样死去。这是一个过于单纯的姑娘，不死的话怎

么在这样一个“罪恶”的年代生活。美的被“践踏”

在这里居然是笔者的期望，其间的沉痛几人能知。

世态人情中，情爱关系自然最为强烈，但情爱

关系也非唯一。在情爱关系之外，《黄埔四期》对于

广泛的世态人情也有十分出色的呈现。贺家谢家

依然是透视整个社会世态人情的窗口。小说虽然

只是写了贺家谢家两家人，但却足以让人窥见整个

中国现代历史的恢弘面貌。这一则说明小说对于

贺家谢家生活的呈现具有某种代表性，二则说明何

顿善于选择角度，善于裁剪事件，善于结构小说，从

而能够从两个家庭透视出整个中国的社会状况。

小说中情爱关系虽然备受摧折，但依然不乏美妙的

因素。与之相比，小说中更加凸显世态人情的家庭

２３



龚自强：黄埔不知何处，绿波依旧东流———论何顿《黄埔四期》

生活则呈现出分崩离析的悲剧意味。贺百丁这一

代人的命运已经足够悲催了，他们下一代的命运更

加悲惨。谢家的谢国民死于三年自然灾害。贺家

朝气蓬勃、脑袋里装着拜伦雪莱的贺兴因为国民党

身份的一再发酵，被折磨成了傻子。贺强好一些，

只是变成了瘸子而已。贺娣、谢家的谢文清等也因

为同样的原因惶惶不可终日，经过非人的折磨，不

同程度上“堕落”了。将所有的家庭灾难都归结为

其国民党后代身份虽有失偏颇，但不得不说国民党

后代的身份的确是贺家谢家后代不可摆脱的身份

标签，这一标签的确造成了他们无尽的劫难。谢文

清为此不得不与谢乃常断绝父子关系。但这一惯

常的“文革”故事的情节在何顿这里却有完全不一

样的风貌。断交信是谢乃常写的，要女儿谢文清交

给上级部门。贺兴、贺强尽管对起义的老爸贺百丁

充满怨言，但归根基底他们是爱爸爸的。在这里，

正常的伦理情感战胜了政治催发的政治情感和纯

洁文化。小说没有渲染政治灾难的意图，它似乎只

是轻描淡写地写出一个一个悲剧的到来，带着一种

与生活和解的无奈或达观。但单方面与生活和解

谈何容易，那不过是一种无奈而已，甚至达观都谈

不上。贺百丁从监狱出来，看到贺兴与贺娣居然结

为夫妻、贺兴居然变为傻子，他对惨象感到震惊、无

法言语：

他一脑袋烦恼，贺兴成了个蠢人，侄女却挺着

个大肚子，贺山是贺怀国的遗腹子，而贺怀国却是

他下令枪毙的，这一切像个怪圈，仿佛是命运之神

背着他捣鬼。［２］１７０

借助下一代人的生活惨象，小说对于世态人情

给予近乎绝望的呈现，实在令人心痛不已。这当然

不能说其仅仅是因为贺谢两家是国民党家庭的原

因，但又不得不说就这两个具体的家庭来说，这些

生活惨象的根源的确与其国民党家庭的身份大有

干系。不可否认，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国共两党

都在不同程度地发生变化，但无论怎么变化，起义／
叛徒的身份定位是贺谢两家无法摆脱的命运，这是

并将继续是这两个家庭的后代今后遭际的主要诱

因。也许正是受启发于此，何顿写了这部以国军起

义将领贺百丁、谢乃常为主要人物的小说，意图为

他们伸张“正义”，或者意图写出一段本真的历史。

笔者以为，还原历史根本上就不可能，可能的只是

无限趋近于历史本相。《黄埔四期》的贡献即在于

何顿将还原历史的冲动与尝试外化为一部结实厚

重的力作，使得我们能够进一步趋近于历史本相。

尽管以国军为视角的历史并不就是历史本相，但它

毕竟打开了一条幽暗隐晦的历史栈道，揭开了一段

几被埋没的历史。尽管在揭开被埋没历史的同时，

它给出的世态人情几乎令人感到绝望，但它使得历

史不再是空洞无物之物。小说毕竟暗示着在那片

绝望的土地上，即将生出新的力量，因为黑暗已经

被揭开，光明就将要进来。惨象如果有可能终止，

惨象就是有意义的。在悲痛之后，但愿我们还有力

量去挽救历史。挽救历史，也是挽救现在。

　　四　现实主义的胜利与缺憾

作为小说，《黄埔四期》自有其不可取代的分

量，在今后的岁月里，这一点将持续被证明。不仅

仅因为其挖掘了一段几近被埋没的历史，写出了国

军的正面形象，也在于其立足于湖南大地，写出了

一种湖南气象的作品。何顿对于长沙和湖南的书

写还将更加深入，对于战争的书写还将不遗余力，

这些都让我们充满期待。何顿多年聚焦湖南大地，

终于拿出了一部厚重之作，几可告慰父老乡亲了。

这对何顿和读者来说，都意义非凡。“归乡”的何顿

一旦有了更为强大的立身之基，势必迸发出更加强

劲的叙事能量，如此说来，何顿的前途止步于哪里，

真不是现在可以定论的。

《黄埔四期》是一部现实主义力作，现实主义的

一切成就在它那里都有突出表现，这些是无法在此

一一细说的。谢乃常、贺百丁、贺百石、杨凤月、田

贵荣、陆琳、黄莹、何小玉、张副官、贺兴、贺强、谢文

清这些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就足以说明其现实主

义力量的强大了。小说有万千形态，现实主义只是

其中一种形态而已。现实主义内部又可有林林总

总的分类，法国理论家罗杰·加洛蒂在《论无边的

现实主义》一书中甚至将卡夫卡、毕加索等都归入

到扩大了的“现实主义”阵营之中。笔者说《黄埔

四期》是一部现实主义力作，只是从传统现实主义

的角度出发来看它，因为这部小说的结构、情节、人

物、语言都是十分典型的现实主义风格。这一切都

得益于何顿的剪裁才华，他硬是将一个长篇小说经

营得丝丝入扣、引人入胜，这是现实主义的胜利。

这个胜利告诉人们，不必过于计较小说的形式如何

创新。只要写出扎实的人物和故事，扎实地站立在

自己熟悉的土地上，就有可能成为成功的小说。

现实主义的书写容易局限于对现实的书写，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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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放弃了由现实向更高层次飞跃的尝试，从而容

易成为一种缺乏精神强度和高度的书写。在《黄埔

四期》这里，这一点也有所体现，这不能不说是这部

小说的一个缺憾。《黄埔四期》的人物足够精彩，但

很难说哪一个人物真正有其个性，是独特的“这一

个”；人物更多是为“故事”或历史而存在，具有“叙

事”的意义，缺少独立的个人意义。贺百丁、谢乃常

等人最大的情怀是家国情怀，他们在党国背弃自己

的时候，依然效忠党国；身在新政权下，依然挥之不

去“变节”的悔意。不过，无可否认的是，他们似乎

缺乏对历史和自我的更为深刻的反思。并非说贺

百丁、谢乃常等人轻易接受新政权和共产主义学说

就是有反思能力，而是说他们缺乏更高一层次的关

怀和追求。抽掉家国情怀，贺百丁、谢乃常的存在

意义将大大缩水。这当然不是在对军人进行釜底

抽薪式的批判，而是力图由此打开现实主义叙事的

一个老话题：现实主义如何不局限于现实，现实主

义如何超越现实，或者更确切地说，现实主义如何

高于现实。陈德、李木庵、谢华等人一定程度上充

当了贺百丁、谢乃常超越党国情结、思考自己的向

度，但导向共产党的叙事并不就是对现实的反思及

超越。贺百丁们的痛苦具有悲剧意味，但不是惊天

动地的悲剧，不是渗透存在之思的悲剧，似乎只要

一个政权更换就可以解决它。这就过于简单了。

书写历史而局限于历史，这就是《黄埔四期》的问题

所在，尽管它的确给出了另一种历史。

在现实之根基处，屹立的始终是存在本身，对

存在本身的反思才是现实主义臻于深刻的根本。

在这一意义上，《黄埔四期》依然停留在现象层面的

历史风云，并未深入到历史的最深处去挖掘历史波

谲云诡的根源，因此也就找不到一条敞开存在的道

路。小说有精彩的故事和人物，也带给我们强烈的

情感冲击，但“热闹”过后，小说让我们思考的东西

也流于表面，它所有的构成都是“现实”的，与“现

实”在同一层面，并不导引我们向超越“现实”的更

深邃、更高远、更博大的境界中去。从这个意义上

看，还原历史或发掘一段几被淹没的历史其价值也

是有限度的。历史不过是过去了的现实而已，如果

小说仅仅停留在现实的层面上去批判或书写现实，

它又怎能被指望去向现实背后更深邃、更高远、更

博大的境界之中呢。

这不仅仅是《黄埔四期》的问题，这同时也是现

实主义本身的问题。我们当下的写作依然未能或

很少触动存在之痛，我们的作家依然缺乏触碰存在

的能力，我们的作品依然停留在现象界，与现象或

现实扭打在一起，打得难分难解。所以，我们依然

未曾探测到现象界的深层，那里才是现象的根基。

存在，是现实主义要着力攻克的高地，是隐在低处

的高地。从这个意义上说，《黄埔四期》可以是一个

启示，可以是一个新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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